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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贵壮贱老”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共性, “尊老爱幼”是古代华夏民族的习俗。汉族“胡化”和少数民族

“汉化”是我国历史上文化融合的表现。通过两个实验, 本研究考察了不同年龄的河北汉族人和云南纳西族人在不同

情境中对不同年龄者的保障行为和助人行为意愿。结果发现, 云南纳西族中老年人对老年人的保障行为和助人行

为意愿更强烈, 汉族中老年人对中年人的保障行为和助人行为意愿更强烈。这表明, 在长期的文化融合过程中, 受

华夏民族“尊老爱幼”的文化影响, 纳西族人的尊老意识变强了; 受少数民族“贵壮贱老”的习俗影响, 河北汉族人也

兼具“贵壮”的特征。两民族的中老年人无论在何种情境下均将儿童放在保障行为和助人行为的第一位, 既体现了国

人重视子嗣的伦理观, 也受现代化带来的“少子化”影响。两民族的高中生在多数情境下都优先选择保障或帮助儿童

或父亲, 表明在当代社会, 民族间的性格取向差异正在消弭。整个研究表明, “胡化”与“汉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河

北汉族人和云南纳西族人的文化心理, 中国各民族的文化心理是文化融合的结果。中国各民族的心理体现出“你中

有我, 我中有你”的特点, 这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和陈寅恪的“化认说”提供了坚实的心理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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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B849: C91 

1  引言 

1.1  文化融合 

文化融合(Cultural Integration)又称为民族文化

融合(Ethnic Fusion of Culture), 它是指民族文化在

交流过程中以传统文化为基础, 根据需要吸收、消

化外来文化 , 促进自身发展的过程(埃里克·琼斯 , 

2019; 强巴央珍, 白玛次仁, 2025)。文化融合的过

程包括：(1)接触。两种文化经由传播发生接触; (2)撞击

和筛选。每种文化都有顽强表现自己和排斥他文化

的特性, 接触后必发生撞击, 然后选优汰劣; (3)整

合。选择后的文化元素经调适融为一体, 形成了新

的文化体系(陈永涌, 霍涌泉, 2015)。文化融合不仅

是文化形态的改变, 也是文化适应和文化创新的方

式。通过文化融合, 原有文化发生改变, 产生新的

文化形态, 这种过程对理解文化多样性和高层次民

族共同体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历史上, 文

化融合与文化冲突一直同在, 但文化融合是主流。

一部中国史, 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

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文化的

集大成者, 它是以华夏文化为核心吸收各民族文化

形成的文明。 

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融合, 在中国近代, 许多学

者都做了很好的工作, 为当代研究奠定了基础。傅

斯年(1931)在《东北史纲》中运用史料、语言、神

话、考古学证据证实史前时代中国北部与中国东北

在人种及文化上是一事, 东北是中华不可分割的组

成部分。顾颉刚(1939)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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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从音乐、用具、服饰、习俗等文化的组成部分

列举了各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论证了

中华文化的整体性和融合性。他说：“现有的汉人

的文化是和非汉人的共同使用的, 这不能称为汉人

的文化, 而只能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 ”。陈寅恪就

种族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提出“汉化”与“胡化”的精辟

见解 , 认为胡汉之异实际是胡汉两种文化的对立 , 

而非种族和血统的差别。他提出“有教无类”的文化

融合说：“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

化汉化之问题, 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

胡人汉人, 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 

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关系较轻, 所谓有教无类

者是也”, “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 胡化之人即目

为胡人。” (陈寅恪, 2011)陈寅恪的民族理论被后世

学者概括为“化认说” (张积家, 于玲, 2023)。 

1.2  河朔胡化和岭南汉化  

一部中国史, 就是“胡化”和“汉化”相互交错、

各民族文化互融互化的历史。“胡化”是指汉族在客

观上接受或主观上认可、接纳、融合了胡族的思维

习惯和生活方式, 这在我国河朔地区1表现得尤为

突出(张俊飞, 2013)。“汉化”是指胡族客观上接受

或主观上认同汉族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林悟

殊, 2000)。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说：“寅恪

尝论北朝胡汉之分, 在文化而不在种族。论江东少

数民族, 标举圣人‘有教无类’之义。……论唐代河

北藩镇 , 实是一胡化集团 , 所以长安政府始终不

能收复。” 

大规模的移民潮为游牧文化在北方汉族间传

播、儒家文化在南方少数民族间传播提供了重要条

件(张积家, 乔艳阳, 2018)。隋末唐初, 河朔文化出

现了“胡化”倾向。李唐皇室秉持“华夷一家”的民族

观 , 兼顾自身的汉胡混血血统 , 自发地将“零距离

的民族融合”持续了几百年。陈寅恪(2020)说：“李

唐一族之所以崛兴, 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 注入

中原文化颓废之躯, 旧染既除, 新机重启, 扩大恢

张, 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由于唐王朝对胡族推行

开放包容的绥怀政策, 突厥、鲜卑、契丹等大批少

数民族移民相继涌入了河朔地区。“于是河北之地, 

至开元晚世, 约二十年间, 诸胡族入居者日益众多, 

喧宾夺主, 数百载山东士族聚居之乡, 遂一变为戎

墟” (陈寅恪, 2011)。安史之乱后, 河朔地区沦为藩

                                                           
1 古代河朔地域也称河北, 以古燕国、赵国地域为主, 包括今天的北

京、天津、河北及山东、河南部分地区。 

镇割据, 造成“其人之氏族虽为汉族, 而久居河朔, 

渐染胡化, 与胡人不异”的现象, 故《新唐书》中有

“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之语。此后, 少数民族多次

入主中原, 金朝出现“(汉)民亦久习胡俗, 态度嗜好

与之倶化”的情景(葛剑雄 等, 1993)。胡文化冲击引

发北方汉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风俗改变, 如蒙元时

期“鞑帽毡裘”盛行、明朝汉族女性衣衽为左等胡化

现象(陈才训, 吕敬芬, 2005)。 

自秦朝统一岭南地区以后, 此地就正式走向了

持续的汉化历程。民族迁徙和官兵留戍是汉化的主

要渠道(程潮, 2002)。因为政权动荡和战乱, 在魏晋

南北朝、唐安史乱后及两宋时期, 依次发生了三次

中原汉族的大规模南迁——“衣冠南渡”。为了巩固

对云南的统治, 明朝于洪武十五年在云南推行卫所

屯田与军事镇守相结合的边防策略, 80 万汉族官兵

携妻儿定居屯田, 镇戍云南(陆韧, 2001)。加之经

商、贬谪、避难和为官致仕等原因, 迁徙云南的汉

族移民与当地土著民族“交错杂居”, 加快了岭南地

区对华夏文化的认同进程。重塑祖源记忆和族属身

份如“冒籍江南”、“冒籍南京”、改汉姓在云南各民

族中比比皆是。这种“追根认同”是岭南地区少数民

族汉化的典型模式。 

1.3  “胡化”、“汉化”引发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

年龄观转变 

不同文化有不同的年龄观。文化融合在我国不

同民族的年龄观上有所体现。年龄观是对不同年龄

者的总体看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儿童、青少年

被视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是家庭的期盼、民

族的希望和祖国的未来。中年人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肩负着家庭和社会的重担。老年人是智慧化身和道

德楷模。“姜还是老的辣” 、“老马识途”、“不听老

年人言, 吃亏在眼前”等歇后语和成语都体现了老

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但是, 在崇

尚年轻的西方社会, 老年人经常被贴上疾病、衰老、

死亡等消极标签, 年龄成为不愿透露的个人隐私。

可见, 对不同年龄人的看法根植于文化传统之中。 

我国 56 个民族由于有共同的祖源因而具有中

华民族的共性, 同时也因为各自独特的地域、文化

体现出不同的性格取向(兰燕灵 等, 2005) •。艾 弗

洛姆 (2013)认为 , 性格形成是同化和社会化的过

程。性格不仅是个体内在需要的反映, 也是个体与

外界互动的结果。他将人的性格取向分为非生产性

•性格、生产性性格和混合性性格。格雷琴 鲁宾

(2019)提出性格趋向理论, 将性格分为支持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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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者、守义者和叛逆者。不同性格取向的人在面对

期望和挑战时的反应方式各有不同。许烺光(2002)

在《宗族、种性与社团》序中提出, 美国人是以个

人中心的世界观 , 中国人是以情境中心的世界观 , 

印度教徒是以超自然中心的世界观。黄光国在翻译

时将上述三种世界观称为三种性格取向。Berry 

(1967)的生态文化与行为理论可对我国各民族的不

同性格取向做出合理的解释, 即一定生态环境将导

致一定文化形态, 一定的生态和文化形态共同塑造

个体, 使其产生对应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使

个体更好地适应所处的生态和文化环境, 甚至影响

和改变它们。 

生产方式是决定老年人在社会和家庭中地位

的重要因素(魏燕利, 2006 )。在历史上, 由于我国北

方游牧民族的生存环境多为草原或荒漠, 没有适合

农耕的肥沃土壤, 因此采取了以游牧为主、狩猎为

辅的生产方式。游牧狩猎经济十分脆弱, 仅靠大自

然的馈赠, 加之经济能量的转换程度低, 年迈体衰

的老年人和缺乏独立生存能力的儿童就被视为单

纯的生活物资消费者和部落累赘, 年轻力壮的青年

人是保障生活物资再生产的主力军。为了部落的生

存和发展, 游牧民族形成了“贱老弱、贵壮健”习俗

(孙凌晨, 罗丹丹, 2019) 。《汉书》记载：“壮者食

肥美, 老者饮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隋书》记

载：“突厥……贱老贵壮”。不同于游牧民族, 农耕

民族并不主要凭借强健的体魄向自然索取维持生

计的物质资源。在古代, 农耕民族的不同年龄成员

都参与生产, 青壮年通过老年人的言传身教获得和

传承丰富的农耕生产经验。老年人在农耕社会中具

有较高的威信和地位。“尚齿尊老”就成为最基本的

道德伦理。例如, 孟子希冀的理想社会是“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 ,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孝境界 , 汉族

人的性格取向在年龄观上的体现是“尊老爱幼”。概

言之, 生态环境决定各民族的生产方式, 生产方式

进一步塑造出各民族不同的性格取向(张积家 等, 

2022; 周倩, 2013)。 

由于北方汉族与游牧民族之间在历史上有较

多的互动, 在相当长时期内甚至受游牧民族建立的

王朝统治, “贵壮贱老”习俗就随之而入。例如, 在山

东、河北和东北农村, 每逢节日或喜庆之际, 家里

宾客众多, 通常由男主人(或主要劳动力)上桌作陪, 

老人、妇女和儿童很少端坐在桌上吃饭(仇多轩 , 

2024)。在物资匮乏的年代, 男劳动力被视为家庭的

“顶梁柱”, 被称为“当腰肉” (猪腰肉) 、“顶梁柱”或

“主心骨”, 会优先获得最好的或充足的食物 , 老

人、妇女和儿童成为家庭中被忽视的群体(贝淡宁, 

洪浩, 2007; 闫岩, 邹文雪, 2018)。而在岭南地区2居

住的纳西族, 据考证其先祖是先秦时游牧于河湟一

带的古氐羌人, 迁徒至云南以后, 生产方式由游牧

转向了农耕。在与南下的中原汉族的长期接触中, 

浸润了儒家文化的社会风俗礼仪(如尊老爱幼等)亦

渗透到当地民众的生活中。纳西族的乡规民约中有

“ 不 敬 长 者 要 受 处 罚 ” 的 条 款 ( 肖 二 平 , 张 积 家 , 

2012)。纳西族亦非常爱幼。张积家和和秀梅(2004)

发现, 在纳西族大学生的亲属词语义空间中, 存在

着“照顾者/被照顾者”维度, 子辈、孙辈与祖辈的亲

属聚类在一起, 成为“被赡养和照顾的亲属”。 

不同的民族文化塑造出不同的民族心理。文化

变迁对民族心理的深度整合发挥重要功能(许思安, 

郑雪, 2012), 导致在心理上发生融合, 即一个民族

在心理上具备了他族的特点。“胡化”使北方汉族人

具有了胡人的心理特征, “汉化”使南方纳西族人具

有了汉族的心理特点。中华民族文化融合在历史

学、民族学、宗教学、民俗学等领域已经有了大量

的证据, 但心理学证据非常少。一个令人感兴趣的

问题是：当代的河北汉族人和云南纳西族人的年龄

观是否存在着差异？如果存在, 就为中华民族的文

化融合提供了心理学证据。因为按照陈寅恪的轻种

族重文化的民族观, 云南纳西族人虽然为游牧民族

的后代, 由于生产方式的改变和长期受汉文化影响, 

其相对尊老程度是否会高于在历史上受胡风浸染

的河北汉族人？ 

虽然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但任娜

等人(2012)发现, 大学生并不认为老年人比年轻人

具有更高的专业素养, 在职业、家庭、美德等情境

中对老年人并未给出更积极的评价。Slotterback 和

Saarnio (1996)发现, 尽管在认知、交际能力和机能

层面, 人们对老年人的态度比对年轻人和中年人更

消极, 但这种消极评价倾向会因情境类别和研究手

段不同而异。这说明, 个体对不同年龄群体的态度

存在着情境效应。鉴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本研究

采用情境实验法探究不同民族被试的保障行为和

助人行为意愿。保障行为通常是指为确保人、事、

物的安全、稳定或达成某种预期状态而采取措施和

行动, 目的侧重于维护整体的安全、稳定和正常秩

序, 所关注的是群体正常运转, 主体多是组织或机

                                                           
2 古岭南包括今两广、贵州和云南等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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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 具有制度性、规范性和程序性。黄璐和薛恒

(2012)基于伦理学视角, 认为在灾害救助中必须保

障弱势群体优先的原则, 在逃生自救中优先救助弱

势群体, 在物资分配时优先考虑老人、孩子和受伤

灾民。相关研究多从正面框架(以积极言语描述, 如

“获救”等)和负面框架(以消极言语描述, 如“死亡”

等)描述保障任务中的备择方案(王青春 等, 2011), 

较少探讨在灾难中开展救助或资源匮乏时会优先

保障哪一类群体。助人行为属于亲社会行为, 是个

体出于自愿、不求外在报酬甚至付出某些代价的行

为(Eisenberg & Mussen, 1989)。它更注重个体层面

的关怀, 帮助特定个体解决困难或满足其需求, 主

体多是个人。保障行为和助人行为的最大区别在于

视角不同。保障行为多出于组织视角, 助人行为多

出于个人视角。根据 Batson 的亲社会行为的移情−

利他主义假设, 亲社会行为是否发生, 取决于个体

是否对需要者产生移情, 如果产生移情, 利他主义

便可能发生(寇彧, 徐华女, 2005)。从这一理论出发, 

保障行为由于出于组织视角, 难以移情; 助人行为

多出于个人视角, 容易移情。研究表明, 助人行为

意愿受情境(Fischer et al., 2011)、被救助者类型(孟

乐 等, 2022)、被试年龄(曹军胜, 成笑语, 2024)制

约。然而, 综合上述三种因素探究助人行为意愿的

研究却很少。 

有鉴于此, 本研究以汉族和纳西族的中老年人

和高中生为被试, 开展了两个实验：实验 1 探讨在

物资匮乏或生命威胁 3 种情境下, 4 类被试在儿童、

父亲和爷爷中优先保障谁获得物资或救助。实验预

期是：云南纳西族人会优先保障爷爷和儿童, 河北

汉族人会优先保障父亲。实验 2 采用金钱和时间的

助人任务, 要求被试对族内老年人、中年人和儿童

提供金钱或时间帮助。实验预期是：云南纳西族人

会分配更多的金钱(或时间)给老年人和儿童, 河北

汉族人会分配更多的金钱(或时间)给中年人。 

2  实验 1: 河北汉族人和云南纳西
族人对不同年龄者的保障行为意
愿比较 

2.1  实验 1a: 河北汉族和云南纳西族的中老年

人的保障行为意愿比较 

2.1.1  被试 

采用 G*power 3.1 软件预估样本量, 参考孟乐

等人(2022)的设定标准, 当设置 f = 0.5 且 α = 0.05, 

双尾检验, 两组被试比例为 N2 / N1 = 1 时, 预计达

到 0.95 统计检验力需要 105 人。云南省玉龙县是纳

西族自治县。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纳西族占

该县总人口的 49.15%。河北省石家庄市隶属于古

河朔三镇之一的成德镇。采用方便取样, 从河北石

家庄市社区招募汉族中老年人 150 名(男性 74 人), 

平均年龄为 61.16 ± 8.27 岁; 从玉龙县招募纳西族

中老年人 156 人(男性 70 人), 平均年龄为 61.39 ± 

9.34 岁。两民族被试的文化程度均衡, p > 0.05。 
2.1.2  设计 

单因素实验设计, 自变量是中老年人的民族类

型, 包括河北汉族和云南纳西族。因变量为优先选

择的保障对象的人数比例。 

2.1.3  材料 

自编的三份食物、衣物和生命保障情境的故事

材料。招募心理学专业 51 名本科生评定上述材料

能否有效测量对保障对象的态度。采用 7 点等级评

分, “1”表示完全无效, “7”表示完全有效。得分为：食

物保障情境：M = 5.08, SD = 1.25; 衣物保障情境：

M = 5.16, SD = 1.12; 生命保障情境：M = 5.31, SD = 

1.24。食物保障情境与衣物保障情境相关显著, r = 

0.52, p < 0.001; 食物保障情境与生命保障情境相

关亦显著, r = 0.28, p = 0.046; 衣物保障情境与生

命保障情境相关亦显著, r = 0.34, p = 0.015。这说明, 

实验材料对测量对不同保障对象的态度有较好的

同质性与可靠性。在正式实验时, 情境中人物的民

族身份与被试一致。为了增加心理卷入度, 告知被

试这些事件是以前真实发生的, 材料如下： 

(1) 食物保障情境：假设你正在经历 1941 年**

省的旱灾, 这场灾害导致了全省的粮食绝收。旱灾

过后, 又遇到了更严重的蝗虫灾害, 因此整个**省

在 1942 年面临了严重饥荒。每家每户几乎见不到

一粒粮食, 只能够依靠上山挖野菜、吃草根来充饥。

当时山上的野草、野菜几乎被挖光了。有一天, 隔

壁好心的邻居送来两个土豆, 但家里的三口人都快

被饿死了, 其中, 包括已经丧失了劳动力的爷爷、

负责干农活的父亲以及一名年仅 4 岁的儿童, 你会

优先选择让谁吃这两个土豆？()注意括号里只能填

写一个选项。 

(2) 衣物保障情境：假设你正在经历 1913 年**

省发生的 7 级地震, 震后灾区的天气异常寒冷, 老

百姓生活十分艰苦, 几乎所有灾民都没有棉衣和棉

被御寒, 到晚上就只能够盖稻草取暖。更糟糕的是, 

天气预报显示当晚有一场严酷的寒潮, 如果没有棉

衣, 任何人都有可能被冻死。有一位国内爱心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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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给灾区捐赠了一批棉衣。但由于数量有限, 每

家每户只能领到 1 件棉衣。如果家里面有三口人, 

其中, 包括已经丧失了劳动力的爷爷、负责干农活

的父亲、以及一名年仅 4 岁的儿童, 您会优先选择

让谁穿这件棉衣？() 注意括号里只能填写一个选项。 

(3) 生命保障情境：1913 年 12 月 21 日**省发

生了 7 级地震。在地动山摇之间, 一座座城镇被夷

为平地。成千上万的生命被废墟掩埋在地下, 有的

人头被石头夹着 , 有的人腿被落下的横梁木压着 , 

呼吸里都带着血腥味, 叫喊声、呻吟声、哭声一片。

假设您是紧急救援队中的一名成员, 您发现有一户

人家三口人都被重物压在了废墟之下, 奄奄一息。

其中, 包括已经丧失了劳动力的爷爷、负责干农活

的父亲以及一名年仅 4 岁的儿童。救援时间有限, 

您会优先救哪一个？() 注意括号里只能填写一个

选项。 

2.1.4  结果与分析 

剔除不合要求(如优先保障对象填写了两个答

案)被试数据 6 份, 汉族中老年人 5 份, 纳西族中老

年人 1 份。采用 SPSS 29.0 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见

图 1。 
 

 
 

图 1  在保障情境下汉族和纳西族中老年人对三种保障

对象优先选择的人数(%)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下同。 

 

(1) 食物保障情境 

汉族中老年人优先保障儿童的人数占比最大, 

其次是优先保障爷爷, 最后是优先保障父亲; 纳西

族中老年人优先保障爷爷的人数占比最大, 其次是

优先保障儿童, 优先保障父亲的人数占比最低。比

例差异性检验表明, 纳西族中老年人优先保障爷爷

的人数比例显著高于汉族中老年人, Z = 4.10, p < 

0.001, 95% CI = [0.13, 0.34]。汉族中老年人优先保

障父亲的人数比例显著高于纳西族中老年人, Z = 

2.82, p = 0.005, 95% CI = [0.03, 0.17]。汉族中老年

人优先保障儿童的人数比例显著高于纳西族中老

年人, Z = 2.29, p = 0.022, 95% CI = [0.02, 0.25]。 

(2) 衣物保障情境 

两民族中老年人优先保障对象的人数比例顺

序与食物保障情境一致(汉族中老年人：儿童 > 爷

爷 > 父亲; 纳西族中老年人：爷爷 > 儿童 > 父

亲)。比例差异性检验表明, 纳西族中老年人优先保

障爷爷的人数比例显著高于汉族中老年人 , Z = 

5.81, p < 0.001, 95% CI = [0.23, 0.44]。汉族中老年

人优先保障父亲的人数比例显著高于纳西族中老

年人, Z = 4.15, p < 0.001, 95% CI = [0.07, 0.20]。汉

族中老年人优先保障儿童的人数比例显著高于纳

西族中老年人, Z = 3.54, p < 0.001, 95% CI = [0.09, 

0.31]。 

(3) 生命保障情境 

两民族中老年人优先保障对象的人数比例顺

序与上述两种保障情境有不同(汉族中老年人：儿

童 > 父亲 > 爷爷; 纳西族中老年人：儿童 > 爷

爷 > 父亲)。比例差异性检验表明, 纳西族中老年

人优先保障爷爷的人数比例显著高于汉族中老年

人, Z = 2.70, p = 0.007, 95% CI = [0.03, 0.19]。汉族

中老年人优先保障父亲的人数比例显著高于纳西

族中老年人, Z = 4.42, p < 0.001, 95% CI = [0.08, 

0.21]。两民族中老年人优先保障儿童的人数比例无

显著差异, Z = 0.73, p = 0.47, 95% CI = [0.06, 0.13]。 

2.1.5  小结 

在三种保障情境, 比起汉族中老年人, 纳西族

中老年人优先保障爷爷人数均占更大的比例, 说明

纳西族中老年人的尊老意识相对更强。比起纳西族

中老年人, 汉族中老年人优先保障父亲的人数占比

更大, 表明其贵壮意识更强。其次, 在三种保障情

境中 , 无论是汉族中老年人还是纳西族中老年人 , 

优先选择保障儿童的人数均占较大比例, 这折射出

现代化带来的少子化影响和社会上存在的根深蒂

固的重子嗣伦理观。在食物和衣物保障情境中, 纳

西族中老年人优先保障爷爷的人数占比最大, 体现

了浓厚的尊老敬老意识, 汉族中老年人优先保障父

亲的人数比例均最低。实验结束后与汉族中老年人

交流时, 他们说比起身体羸弱的儿童和爷爷, 身强

力壮的父亲“饿死”和“冻死”的几率很低。可见, 多

数汉族中老年人是基于客观情境选择优先保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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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在食物和衣物保障情境未能真实地反映其性格

取向。性格取向显然需要在某些特定刺激下才得以

体现(张子夏, 2019)。在他们认为“更为危险”的生命

保障情境, 优先救父亲的人数比例显著高于优先救

爷爷。这说明, 排除客观情境因素的制约, 在主观

意识层面, 比起纳西族中老年人, 汉族中老年人将

父亲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这不仅表明汉族中老年人

对不同年龄者的态度受情境因素影响, 更重要的是, 

这反映出他们的年龄观已经具有了胡人的特征, 即

强调劳动力在家庭中的核心地位。那么, 父辈或祖

辈的民族性格取向是否具有代际传递效应？实验

1b 以汉族和纳西族的高中生为对象, 在相同保障

情境中, 探讨其优先选择的保障对象是否存在差异。 

2.2  实验 1b: 河北汉族和云南纳西族的高中生

的物资和生命保障行为比较 

2.2.1  被试 

设定标准和所需样本量与实验 1a 类似。从丽

江市第一中学招募纳西族高中生 205 名(男生 105

人), 平均年龄 16.36 ± 0.53 岁; 从河北师范大学附

属中学招募汉族高中生 390 名(男生 200 人), 平均

年龄 15.97 ± 0.60 岁。 

2.2.2  设计和材料 

类似实验 1a。 

2.2.3  结果与分析 

剔除不合要求被试数据 6 份, 汉族高中生 2 份, 

纳西族高中生 4 份, 结果见图 2。 
 

 
 

图 2  在保障情境下汉族和纳西族的高中生对三种保障

对象优先选择的人数(%) 

 

(1) 食物保障情境 

两民族高中生优先保障对象的人数比例顺序

均是父亲、儿童、爷爷, 依次递减。比例差异性检

验表明, 汉族和纳西族高中生优先保障爷爷的人数

比例无显著差异, Z = 1.42, p = 0.16, 95% CI = [−0.01, 

0.10]。汉族高中生优先保障父亲的人数比例显著高于

纳西族, Z = 4.42, p < 0.001, 95% CI = [0.10, 0.27]。汉

族高中生优先保障儿童的人数比例显著低于纳西族, 

Z = 2.29, p < 0.001, 95% CI = [0.15, 0.31]。 

(2) 衣物保障情境 

汉族和纳西族高中生优先保障对象的人数比

例顺序均是儿童、父亲、爷爷, 依次递减。比例差

异性检验表明, 两民族高中生优先保障爷爷的人数

比例差异不显著, Z = 1.83, p = 0.07, 95% CI = 

[−0.01, 0.14]。汉族高中生优先保障父亲的人数比例

显著高于纳西族高中生, Z = 2.86, p = 0.004, 95% 

CI = [0.04, 0.19]。汉族高中生优先保障儿童的人数

比例显著低于纳西族高中生, Z = 4.24, p < 0.001, 

95% CI = [0.10, 0.27]。 

(3) 生命保障情境 

汉族和纳西族高中生优先保障对象的人数比

例顺序如同衣物保障情境(儿童 > 父亲 > 爷爷)。

比例差异性检验表明, 两民族高中生在生命保障情

境下对三种保障对象优先选择的人数比例差异均

不显著(爷爷：Z = 0.004, p = 0.1, 95% CI = [−0.05, 

0.05]; 父亲：Z = 1.26, p = 0.21, 95% CI = [−0.02, 

0.11]; 儿童：Z = 1.12, p = 0.26, 95% CI = [−0.03, 0.12] )。 

2.2.4  小结 

实验 1b 发现, 汉族和纳西族的高中生在三种

保障情境下优先保障爷爷的人数占比均最低。在食

物和衣物保障情境, 两民族高中生优先保障父亲和

儿童的人数比例均差异显著, 但在生命保障情境下, 

优先保障父亲和儿童的人数比例均却不存在显著

差异, 这再次证实年龄观具有情境效应。 

实验 1a 和实验 1b 的结果相差较大, 是何原

因？Batson (2011)认为, 存在着 4 种动机类型驱动

亲社会行为, 分别是利己主义(Egoism)、利他主义

(Altruism) 、 利 群 主 义 (Collectivism) 及 原 则 主 义

(Principlism)。利己主义通过助人行为缓解自身的

负面情绪, 以提升个人的福祉; 利他主义基于对他

人苦难的同情或移情, 旨在增进他人的福祉; 利群

主义强化自身作为群体成员的社会认同, 追求群体

利益的最大化; 原则主义维护某种道德原则, 如公

平或正义。上述动机并非相互排斥, 个体可能同时

存在着多重动机。在实验 1a 中, 纳西族中老年人在

三种保障情境下均优先保障爷爷或儿童, 主要体现

了利他主义和利群主义的动机; 河北汉族中老年人

在生命保障情境更多的优先救父亲, 体现了利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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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加上一定的利己主义动机。在实验 1b 中, 两民族

高中生在三种保障情境下, 优先保障爷爷的人数占

比均最低, 动机趋向于单纯的利他主义, 群体认同

或利己主义的动机相对减弱, 这也说明了现代化进

程中民族间的心理融合。在实验后与他们谈话时, 

他们说儿童是家庭的希望和未来, 父亲是家庭的主

心骨, 优先选择儿童(或父亲)意味着最大程度地保

证了一个家庭的延续。这并不代表这些高中生没有

尊老崇孝的伦理观。只是在身处两难的情境中, 在

权衡利弊得失之后, 遵循了群体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外显的迫选测验通常容易受时代精神影响, 内

隐的资源分配测试更能够真实地反映人的态度, 提

高研究的生态效度。故此, 实验 2 通过时间分配任

务和金钱捐赠任务分别考察汉族和纳西族的中老

年人和高中生的助人意愿。 

3  实验 2: 河北汉族人和云南纳西
族人的助人意愿比较 

3.1  被试 

采用 G*power 3.1 软件预估样本量, 参考王宝

玺等人(2024)的设定标准, 设置 f = 0.25 且 α = 0.05

时, 预测要达到 0.8 统计检验力需要 44 人。招募纳

西族中老年人 160 名(男性 85 人), 平均年龄为

61.23 ± 9.41 岁; 汉族中老年人 153 名(男性 74 人), 

平均年龄为 61.07 ± 8.34 岁, 两民族中老年人的文

化程度无显著差异(p > 0.05)。纳西族高中生 270 名

(男生 138 人), 平均年龄为 16.32 ± 0.51 岁; 汉族高

中生 398 名(男生 198 人), 平均年龄为 15.97 ± 0.60 岁。

被试与实验 1 被试同质, 未参加实验 1。 

3.2  设计 

2 (民族：汉族/纳西族) × 2 (群体类型：中老年

人/高中生) × 3 (受助对象：老年人/中年人/儿童)三

因素混合设计。民族、群体类型为被试间变量; 受

助对象为被试内变量。因变量为被试填写的捐赠金

钱和时间的数值。 

3.3  材料 

采用 Nelson 和 Norton (2005)的金钱和时间决

策任务, 并将情境进行本土化改编。助人情境分为

三种：(1)愿意提供时间陪伴; (2)愿意提供金钱救人; 

(3)愿意提供时间扶智。三种助人情境的材料如下： 

(1) 时间陪伴情境：现在有三个人, 他们总是

感觉闷闷不乐、易怒暴躁、经常与他人产生冲突, 对

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去医院检查, 医生告知他

们都患上了抑郁症, 医生建议需要有人陪伴, 倾听

他们内心的想法。如果您有 100 分钟的空余时间, 

请问您将如何把 100 分钟分配给这 3 个人呢? (请填

0 ~ 100 分钟之间的整数数值, 不愿意填 0)。 

(2) 金钱助人情境：一个病房里有三个患者, 他

们都被确诊肺癌, 先后化疗了数次。如今他们经常

反复发烧, 病痛折磨使他们越来越虚弱, 吃不下饭, 

睡不好觉。今后还要接受化疗治疗, 可是他们三个

家庭的积蓄都已经被全部花光, 现在社会各界组织

为其捐款以帮助他们继续接受治疗。如果您现在有

1000 元钱, 请问您将如何把 1000 元分配给这 3 个

人呢? (请填0 ~ 1000元之间的整数数值, 不愿意填0)。 

(3) 时间扶智情境：您居住的小区有以下三人, 

一名新转学来的 10 岁学生。因为很多课业都跟不

上, 需要人辅导; 一名新搬来的 45 岁中年人, 他来

自非常偏远落后地区, 不会使用手机, 需要人教他

使用手机联系亲人; 一位 80 岁的老年人, 最近总

是忘记把东西放在哪里。医生诊断有老年痴呆早期

的症状。医生建议他人陪同多参与体育锻炼可有效

延迟该病的发生。如果您有 100 分钟的空余时间, 

请问您将如何把 100 分钟分配给这 3 个人呢? (请填

0 ~ 100 分钟之间的整数数值, 不愿意填 0)。 

将以上决策情境中三位受助对象确定为：10

岁的儿童、45 岁的中年人和 80 岁的老年人, 受助

对象的民族属性与被试一致。 

3.4  结果与分析 
剔除不合要求被试数据 17 份, 纳西中老年人 5

份, 汉族高中生 10 份, 纳西族高中生 2 份。 

(1) 时间陪伴情境 

结果见图 3。 
 

 
 

图 3  被试对三种受助对象的陪伴时间分配(分钟) 
 

方差分析表明, 受助对象的主效应显著, F (2, 

1820) = 34.97, p < 0.001, η2
p = 0.04。民族、群体类

型和受助对象的交互作用显著, F (2, 1820) =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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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04, η2
p = 0.004。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两民族中

老年人分配给儿童的陪伴时间无显著差异, p > 0.1; 

纳西族中老年人分配给中年人的陪伴时间显著低

于汉族中老年人, p = 0.009, 95% CI = [0.96, 6.76]; 

纳西族中老年人分配给老年人的陪伴时间显著高

于汉族中老年人, p = 0.011, 95% CI = [0.92, 6.97]。

两民族高中生分配给三种受助对象的陪伴时间差

异均不显著, ps > 0.1。 

分析还表明, 纳西中老年人分配给儿童、老年

人、中年人的陪伴时间依次递减, 陪伴三种受助对

象的时间均差异显著 (儿童与中年人 , p < 0.001, 

95% CI = [8.57, 16.19]; 儿童与老年人, p = 0.002, 

95% CI = [2.42, 10.35]; 中年人与老年人, p = 0.001, 

95% CI = [2.41, 9.58])。纳西高中生陪伴老年人时间

分配最少; 陪伴中年人与儿童, 陪伴中年人与老年

人时间分配差异均不显著, ps > 0.1; 陪伴儿童与老

年人时间差异显著 , p = 0.029, 95% CI = [0.34, 

6.23]。汉族中老年人分配给儿童与其他两种受助对

象的陪伴时间均差异显著 (与中年人 , p < 0.001, 

95% CI = [4.92, 12.29]; 与老年人, p < 0.001, 95% 

CI = [6.59, 14.25]), 陪伴中年人和老年人分配时间

差异不显著, p > 0.1, 陪伴儿童分配时间最多。汉族

高中生分配给三种受助对象的时间分配与纳西族高

中生类似(中年人与儿童, 中年人与老年人, ps > 0.1; 

儿童与老年人, p = 0.023, 95% CI = [0.40, 5.40])。 

(2) 金钱助人情境 

结果见图 4。 
 
 

 
 
 

图 4  被试对三种受助对象的捐赠金钱(元) 

 
方差分析表明, 受助对象的主效应显著, F (2, 

1820) = 188.19, p < 0.001, η2
p = 0.17。民族、群体类

型和受助对象的交互作用显著, F (2, 1820) = 8.60, 

p < 0.001, η2
p = 0.009。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被试给

三种受助对象捐赠金钱的趋势与时间陪伴情境类

似。两民族中老年人给儿童捐赠金钱数目都最多, 

且无显著差异, p > 0.1; 纳西族中老年人捐赠给中

年人的金钱数目显著低于汉族中老年人, p < 0.001, 

95% CI = [39.41, 99.03]; 捐赠给老年人的金钱数目

显著高于汉族中老年人, p = 0.005, 95% CI = [14.18, 

80.24]。两民族高中生捐赠给三种受助对象的金钱

数目均无显著差异, ps > 0.1。 

分析还表明, 与时间陪伴情境类似, 纳西中老

年人捐赠给儿童、老年人、中年人的金钱数目依次

递减, 捐赠给三种受助对象的金钱差异显著(儿童

与中年人, p < 0.001, 95% CI = [226.49, 309.61]; 儿

童与老年人, p < 0.001, 95% CI = [178.34, 268.70]; 

中 年 人 与 老 年 人 , p = 0.018, 95% CI = [7.65, 

81.41] )。纳西高中生捐赠给老年人的金钱与给其他

两种受助对象均有显著差异 (与儿童 , p < 0.001, 

95% CI = [48.75, 115.90]; 与中年人, p < 0.001, 

95% CI = [41.48, 96.29] ); 捐赠给儿童和中年人的

金钱无显著差异, p > 0.1; 给老年人捐赠金钱最少。

汉族中老年人捐赠给儿童、中年人、老年人的金钱

依次递减, 捐赠给三种受助对象的金钱之间差异显

著(儿童与中年人, p < 0.001, 95% CI = [136.64, 

217.00]; 儿 童 与 老 年 人 , p < 0.001, 95% CI = 

[205.03, 292.39]; 中年人与老年人, p < 0.001, 95% 

CI = [36.24, 107.55] )。汉族高中生捐赠给三种受助

对象的金钱与汉族中老年人的捐赠趋势类似(儿童

与中年人, p < 0.001, 95% CI = [25.01, 77.47]; 儿童

与老年人, p < 0.001, 95% CI = [80.04, 137.07]; 中

年人与老年人, p < 0.001, 95% CI = [34.04, 80.59])。 

(3) 时间扶智情境 

结果见图 5。 
 

 
 

图 5  被试对三种受助对象的扶智时间分配(分钟) 



2250 心    理    学    报 第 57 卷 

 

方差分析表明, 受助对象的主效应显著, F (2, 

1818) = 70.60, p < 0.001, η2
p = 0.07。民族、群体类

型和受助对象的交互作用显著, F (2, 1818) = 8.59, 

p < 0.001, η2
p = 0.004。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两民族

分配给儿童的扶智时间无显著差异, p > 0.1; 纳西

族中老年人分配给中年人的扶智时间显著低于汉

族中老年人, p < 0.001, 95% CI = [3.42, 9.20]; 纳西

族中老年人分配给老年人的扶智时间显著高于汉

族中老年人, p = 0.001, 95% CI = [2.33, 9.21]。两民

族高中生分配给儿童和老年人的扶智时间均无显

著差异, ps > 0.1; 纳西族高中生分配给中年人的扶

智时间显著低于汉族高中生, p = 0.011, 95% CI = 

[0.61, 4.64]。 

分析还表明, 与上述两种助人情境类似, 纳西

族中老年人分配给儿童、老年人、中年人的扶智时

间依次递减, 分配给三种受助对象的扶智时间均差

异显著(儿童与中年人, p < 0.001, 95% CI = [16.65, 

24.00]; 儿童与老年人, p < 0.001, 95% CI = [3.57, 

12.26]; 中年人与老年人, p < 0.001, 95% CI = [8.49, 

16.33])。纳西族高中生分配给中年人的扶智时间最

少, 且与给其他两种受助对象的扶智时间差异显著

(与儿童, p < 0.001, 95% CI = [2.97, 8.42]; 与老年

人, p < 0.001, 95% CI = [4.44, 10.24]); 分配给儿童

和老年人的扶智时间不显著, p > 0.1。汉族中老年

人分配给儿童扶智时间最多, 且与给其他两种受助

对象的扶智时间均差异显著(与中年人, p < 0.001, 

95% CI = [9.93, 17.04]; 与老年人, p < 0.001, 95% 

CI = [8.95, 17.36]); 分配给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扶智

时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1。汉族高中生分配给

老年人的扶智时间最多, 且与给其他两种受助对象

的扶智时间均差异显著(与中年人, p = 0.002, 95% 

CI = [1.40, 6.33]; 与儿童, p = 0.065, 95% CI = 

[−0.16, 5.30]), 分配给儿童和中年人的扶智时间差

异不显著, p > 0.1。 

3.5  小结 

从整体上看, 实验 2 与实验 1 的结果趋势相同。

实验 2 发现, 在三种助人情境, 汉族和纳西族的中

老年人捐赠给儿童的金钱或分配的时间均最多, 再

次证实了现代化带来的少子化影响和国人重视子

嗣传承的观念。其次, 无论何种助人情境, 除儿童

外, 纳西族中老年人对老年人表现出更强的帮助意

愿, 汉族中老年人却愿意给中年人以更多的时间和

金钱捐赠。再次, 在时间陪伴和金钱助人情境, 比

起其他两种受助对象, 两民族的高中生都对老年人

给予最少的时间分配和金钱捐赠。然而, 在时间扶

智情境, 老年人却获得两民族高中生的更多捐赠。

这些学生在实验后对此给出相应的解释。他们认为, 

可以在相对短时间内帮助中年人学会使用手机。这

再次表明, 比起父辈或祖辈, 这些高中生更理性地

基于情境调整分配比重。最后, 实验 2 发现, 在三

种助人情境, 两民族的高中生分配给三种受助对象

的金钱或时间无显著差异。这说明, 民族间的性格

取向差异正在消失。 

4  讨论 

4.1  关于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双向涵化 

1880 年 , Powell 首 次 提 出 了 “ 文 化 涵 化

(Acculturation)”的概念, 用来描述不同民族间因为

文化接触产生的相似性(Sokolskaya & Valentonis, 

2020)。李安民(1988)引入此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两

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文化在接触过程中 , 相互采

借、接受对方文化特质, 从而使文化相似性不断增

加的过程与结果”。本研究表明, 无论是在保障情境, 

还是在助人情境, 纳西族中老年人都具有更强的敬

老意识, 汉族中老年人都具有更强的贵壮意识。 

一部文化演变史就是一部移民文化史(李建宗, 

2024)。“所谓移民就是指一个过程 , 在此过程中 , 

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进行整体流动” (广田康生, 

2005)。在我国历史上, 频繁不间断的民族迁徙对南

北文化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自东晋南北朝以

来, 由于频繁的战乱纷争和朝代更迭, 中原士族被

迫进行了多次“衣冠南渡”。北方人口的大规模南迁

导致全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逐渐南移。刘师

培说：“中原甲姓避乱南迁, 冠带之民萃于江表, 流

风所被, 文化日滋” (刘梦溪, 1996)。嘉庆《新安县

志》卷之二《舆地略·风俗》记载：“自永嘉之际, 中

州人士避地岭表 , 兹邑礼义之渐 , 所由来矣。”据

《皇明通纪》统计, 从明洪武四年(1371 年) 至万历

四十四年(1616 年)的 246 年间, 每科的状元、榜眼、

探花及会元共 244 人 , 有 215 名南人 (陈正祥 , 

1983)。胡族汉化不仅体现在文化和礼仪上, 还表现

在社会组织和经济生活上。胡族由部落到编户, 能

守城、筑城, 其社会组织进化皆与汉化有关(张积家, 

于玲, 2023)。南方的经济亦蓬勃发展, “会土带海傍

湖, 良畴亦数十万顷, 膏腴上地, 亩直一金, 鄠、杜

之间, 不能比也” (沈约, 1974)。钱穆总结道：“东晋

南渡, 长江流域遂正式代表传统的中国” (李亚娟, 

张永广,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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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谈汉化, 不谈胡化, 并非实事求是的态度” 

(林悟殊, 2000)。历史上游牧民族内迁和多次逐鹿中

原给北方汉族带来了游牧文化。顾颉刚(1939)列举

道, 民间的主要乐器如琵琶、羌笛和胡琴均从胡人

和羌人传来; 炕是辽金人带来; 椅子从匈奴传来; 

穿裤子是为了骑马方便; 纸制冥器原是辽国风俗; 

民国时期男人穿长袍马褂、女人穿旗袍是清朝制度; 

涂脂抹粉也是学匈奴女子风尚, 匈奴人失败后会唱

“失我焉支(胭脂) 山, 使我妇女无颜色”。他认为, 

汉人的生活方式取于非汉人的一定比汉人原有的

多得多。 

综上所述, 无论是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民族, 还

是现存的民族, 都拥有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在与

其他民族的互动中, 必然向外辐射, 对其他民族产

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甚至被其他民族接纳。中国各

民族间的文化融合尽管并非是对等、等量的投入, 

也绝非是单方面的行为, 而是双向的互涵互化过程, 

最终形成了绚丽多姿、极具有包容性的中华文化。

在此过程中, 不同文化群体逐渐形成了相互融合的

心理特征。 

4.2  生产方式的变革和提倡儒学共同促进了纳

西族中老年人的尊老意识 

民族迁徙和融合给汉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 少

数民族也汲取了汉文化精华。这种双向的文化涵化

也表现在对待不同年龄者的态度上。纳西族中老年

人对老年人的保障和帮助意愿更强烈, 汉族中老年

人对中年人的保障和帮助意愿更强烈。这证实了纳

西文化已经潜移默化地吸收了儒家的尊老文化, 而

河北汉族中老年人则兼具了“贵壮”的胡化特征。 

人类生存的物质环境对社会文化制度、理念和

习俗发挥关键作用(宋蜀华, 白振声, 1998)。纳西族

是西北地区以游牧为生的古羌人分支向西南部迁

徙形成的。纳西文物“可标”与西北出土的“人面形

木牌”的祭祀功能相似(郭大烈, 和志武, 2015 )。古

羌人“氏族无定, 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的父子连名

制在纳西社会中非常普遍(徐嘉瑞, 1978)。纳西族老

人死后一路向北的送魂路线是先民迁徙的路线和

历程(赵心愚, 2004)。史料证实, 纳西族先祖与西北

古羌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纳西族定居丽江后, 

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地和充足的水源为从事农耕

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费孝通(2018)说：“任何一

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里, 迟早

会主动地融入汉族之中。”纳西族亦如此。他们逐

渐放弃了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活, 走向了以农耕为

主的生活。老年人的地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

产方式的变更在悄然改变。 

在文化层面, 明代历世土司因为倾慕华夏文化

以及清朝的改土归流, 促进了儒学思想在丽江地区

的大规模传播。木氏土司自元、明后大力推崇“窥

中原文脉 , 纳百川之精”的开放政策 , 积极学习和

引进儒家文化。《明史》赞道：“云南诸土官知诗书

好礼守义, 以丽江木氏为首云”。木增在木府建起了

“万卷楼”和“玉嵩书院”, 收藏各类文化古籍, 楼外

挂有“天雨流芳” (纳西语意思为“去读书吧”)金匾。

木氏还邀请徐霞客、杨慎等人来传播儒家正统文

化。《建木氏勋祠自记》记载：“学书学礼, 忠君至

恳 , 爱民至专 , 孝亲至勤 , 祀神至诚 , 训子至要” 

(余海波 , 余嘉华 , 2002), 此乃木氏土司家规的核

心。这些做法不仅反映了木府时期纳西族上层精英

积极向汉文化靠拢的强烈欲望, 对引导纳西普通民

众学习儒家文化、摈弃陈俗发挥了示范作用, 展示

了整个纳西社会的文化价值追求。 

明清的改土归流加速了岭南的汉化进程。流官

在丽江极力推广儒学教育。他们创办书院、扩建学

宫和广设义学 , 建立起覆盖各阶层的儒学教育系

统。创办义学目的是“训以官音, 教以礼仪, 学为文

字、识字明理、开化夷民” (喻永庆, 2015), 在加强

纳西民众的道德价值理念方面成效显著。改革“初

时或尚有野性未训、致有煽惑蠢动之事”, 教化数十

年后, “礼熏乐陶, 附近夷人大半学汉人, 习惯与汉

人不甚悬殊” (廖国强, 2015)。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

伦理及礼仪逐渐内化于纳西民众的生活中, “节令、

礼仪, 大率与中土类” (谢肇淛, 2000)。在祭祖时, 

“每 推 一 老 年 上 坐 , 先 酌 之 , 子 弟 以 次 跪 饮 始入

席, ……无敢越次” (段红云, 2011)。这种尊老习俗

也出现在古羌人衍生的其他民族文化中。羌族老人

在花甲之年, 家里人会给他或她“做生”, 意味着老

人卸下了养儿育女的重担 , 可安享晚年了 (徐平 , 

2006)。羌族认知亲属词也受尊老文化影响, 对高辈

分 亲 属 词 反 应 更 快 , 错 误 率 更 低 ( 李 惠 娟  等 , 

2014)。彝族、嘉绒藏族、摩梭人也出现了亲属词

辈分效应 , 对长辈亲属词对反应快(李惠娟 , 张积

家, 2019; 张积家 等, 2020) 。 

4.3  民族迁徙和政权更迭共同塑造了汉族中老

年人贵壮的伦理观 

古代游牧民族不断内迁和屡次入主中原, 以及

由北向南的多次汉人移民潮, 导致河朔地区少数民

族人口激增。一个民族在某地区的影响力主要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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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口数量。“人数多的融合了人数少的, 而不是经

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民族融合了经济文化发展

水平较低的民族” (谷苞, 2004)。魏晋南北朝时期, 

少数民族大规模内迁, 并与汉族杂居, 形成了关中

之民“戎狄居半”局面(李凤山, 2006)。南梁名将陈庆

之感慨道：“自晋宋以来, 号洛阳为荒土, 此中谓长

江以北尽是夷狄” (范祥雍, 1978)。明末顾炎武亦

曰：“今代山东氏族其出于金、元之裔者多矣” (费

孝通, 2018)。 

随着少数民族大量涌入中原, 并且与汉族杂居, 

胡汉互动与融合一方面表现在中原汉族人的体质

变化上。如在辽国统治下, 幽云汉人的“胡化”特征

更明显 , 体格上与北方游牧民族相似 , 彪悍尚武

(张积家, 冯晓慧, 2022)。另一方面, 尚武轻文和贵

壮贱老等胡俗也逐渐渗透到中原社会, 导致中原文

化从以孝悌、礼仪等为核心的“家风”向“儒道不举”

转变(马晓丽, 穆琛, 2019)。杜牧云：“秀才卢生名

沛, ……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 击

球 饮 酒 , 马 射 走 兔 , 语 言 习 尚 无 非 攻 守 战 门 之

事……(入王屋山)始闻《孝经》、《论语》” (吴在庆, 

2008)。这在被称为“衣冠礼乐, 天下无敌”的河朔地

区简直不可思议。刘禹锡写到：“大河之北, 地雄兵

精 , 而天下贤士心侮之 , 目河朔间视犹夷狄……”

司马光提出“河朔风俗”概念。河朔风俗是指河朔地

区桀骜不驯、强悍难治的胡人习气(牟振宇, 2008)。

到女真族、契丹族和蒙古族问鼎中原之后, 河朔胡

风尽染, 汉风渐去, 已然成不可阻挡之势(张其凡, 

惠冬, 2009), 以孝悌为核心的儒家伦理体系江河日

下, 兄弟分居后弃养父母者亦十分常见(黄时点校, 

1986)。当代河北汉族中老年人作为胡族和汉族的

混血种, 血液中流淌着部分胡人的“游牧”基因。这

些生理和文化的“游牧”基因, 通过各种人际交往和

实践活动保留下来 , 并且影响到了今日 (张积家 , 

乔艳阳, 2018)。 

北方汉族的“贵壮”心理是否受当代“尊老”传统

在中国受到冲击影响？随着现代化进行与受个人

主义思想影响, 以“传宗接代”为核心的祖先崇拜价

值观正在逐渐消弥, 家庭规模缩小导致以夫妻生活

占优, “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中国文化正逐渐转为

“以夫妻关系为主轴”, “老而不死是谓贼” (《论语·宪

问》)观念在农村老年人中广泛传播(李善峰, 张璐, 

2015)。然而, 这种转变并非是北方汉族独有的现象, 

在南方汉族人中同样存在。刘燕舞(2021)调研湖北、

山东、江苏、山西、河南、贵州等 11 个省份, 发现

从 1990 年始, 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大幅上升, 并保持

在高位。卿文静(2007)对湖南沅江市农村社区 9 个

行政村 60 岁以上 912 位老年人进行自杀调查, 150

位老人表述认真想过要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 老年

人时点自杀意念发生率为 16.4%。因此, 河北汉族

人与云南纳西族人对老年人的态度差异主要是由

文化融合造成的, 受“尊老”传统受冲击的影响较少。 

4.4  国人根深蒂固的重子嗣观和“少子化”的现

代人口结构奠定了儿童的核心地位 

在实验 1 和实验 2 中, 多数汉族和纳西族的中

老年人都选择儿童为优先保障对象, 并分配给他们

最多的金钱和时间。这与预期不符。究其原因有二：

一是注重血脉传承的家族观深埋在各民族的血脉

中, 二是在“少子化”人口结构的背景下, 孩子成为

家庭的“核心”与“希望”。早在战国时期, 华夏族人

就认为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是“三不朽”：“太

上有立德 , 其次有立功 , 其次有立言 , 虽久不废 , 

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孝经》中说：

“立身行道 , 扬名于后世 , 以显父母 , 孝之终也” 

(胡平生, 陈美兰, 2007)。然而, 芸芸众生中并非每

一个体都能够通过“立德立功立言”实现自我价值, 

多数人只能够通过基因传递实现生理不朽。在中原

汉族社会, 子嗣兴旺就意味着父母的生命得以延续, 

是家族兴衰与否的关键。孟子曰：“不孝有三, 无后

为大” (《离娄上》)。《孝经》中有：“父母生之, 续

莫大焉。” (胡平生, 陈美兰, 2007)《礼记》曰：“孙

谓祖后者。”即孙是祖辈血统的延续。张积家等(2013)

发现, 在吊唁情境下, 汉族人将孙子和孙女单独分

为一类, 体现了对血统延续的重视。并且, 在古代

农耕社会中, 劳动力的多少直接影响到生产规模的

大小和生产效益的高低。“多子”象征着“多产”。当

年老者的体质下降时, 青壮年取而代之, 成为主要

劳动力, 以确保生产生活的延续。 

以山地耕牧型经济为主的纳西族, 在文化特质

上 兼 具 有 游 牧 文 化 与 农 耕 文 化 的 特 征 ( 木 仕 华 , 

2002)。与农耕民族类似, 游牧民族重子嗣也与生产

方式密切相关。狩猎采集主要依靠年轻力壮者完成, 

青壮年也是抵御外族侵扰的核心武装力量 (鞠贺 , 

2017)。《新唐书》记载：契丹“子孙死, 父母旦夕哭, 

父母死则否, 亦无丧期”。恶劣的生存环境导致游牧

民族人口存活率低, 这也是他们重子嗣的原因。为

了部落生命的延续 , 妇女便成为繁衍人口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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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为部落的宝贵财产。在历史上, “蒸母报嫂”3的

收继婚制在游牧民族中广为流行。《元史》记载：“国

俗, 父死则妻其从母, 兄弟死则收其妻。”这种婚姻

制度的目的就是保障家庭人口兴旺和财产安全(董

晓波, 2007)。这种重视子嗣的性格取向也影响纳西

族和基诺族的亲属词概念结构, 它们均具有“照顾

者/被照顾者”维度(崔占玲 等, 2012; 张积家, 和秀

梅, 2004 )。虽然随着我国农业和畜牧业现代化水平

提高, “人多力量大”的观念有所削弱, 但绵延了几

千年的重子嗣文化对国人的影响不容小觑。 

少子化是指因为生育水平下降引发的社会少

儿人口逐渐减少的现象(穆光宗, 2014)。与世界上的

多数国家类似, 现代化进程形塑了我国的低生育文

化(吴帆, 陈玲, 2022)。在此背景下, 每个孩子在家

庭中就显得弥足珍贵。在日常家庭资源分配和消费

结构中也以孩子的需求和发展作为首要考虑因素。

这种对子女高度重视使得无论是汉族还是纳西族

的中老年人在任何情境下都将孩子的安全和利益

摆在了第一位。 

4.5  关于汉族和纳西族高中生的民族性格取向

的趋同性 

实验 1 发现, 两民族高中生都优先保障儿童或

父亲获得食物和衣物, 选择优先保障爷爷的高中生

占比最低。实验 2 发现, 在时间陪伴和金钱助人情

境, 两民族高中生给予老年人时间和金钱均最少。

实验 2 还发现, 在三种助人情境, 两民族高中生分

配给三种受助对象的时间或金钱几乎没有显著差

异。这不符合实验预期。何以导致这样的结果？ 

在当代社会, 由于繁重的学习压力, 高中生从

小学开始就处于“学校－家庭 , 学习－吃饭”的单

一、循环的生存环境中。家庭、民族、社会场域对

建构道德体系和价值观念发挥的作用远低于学校

场域。在学校场域, 应试教育强调培养学生基于旁

观者视角 , 客观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能

力。因此, 比起父辈或祖辈, 高中生在道德情境中

更具有理性, 更倾向于将群体利益最大化, 在保障

情境和助人情境较多地表现为利群主义动机。即两

民族高中生都认为选择儿童或父亲可最大限度地

保留和延续一个家庭的血脉 , 家庭损失可降至最

低。这也说明, 两民族高中生较多地表现出结果导

向的思维方式。Lammers 和 Stapel (2009)将道德决

                                                           
3 在古代游牧民族中 , 父亲死后 , 儿子可以继承父亲的妻子 , 

只有生母例外。他们不能与姐妹结婚, 但在兄弟死后, 可以娶

嫂和弟媳为妻。 

策分为规则导向(rules-based)和结果导向(outcome- 

based)两种思维方式, 前者强调决策过程必须遵守

既定的社会伦理和行为规则, 后者追求利益或效益

最大化。这一结果也表明, 两民族高中生的思想观

念不再如同其父辈(主要依托于各自的传统文化), 

他们通过学校教育接受了现代文化传递的价值观。

总之, 在改革开放加速全国人口流动及民族融合和

现代化背景下, 青少年由于具有敏锐的思维能力和

快速探索、接受新事物的性格特征, 其民族身份已

严重地向现代性的社会身份倾斜, 民族间的性格差

异在逐渐消弥(王海洲, 王文君, 2024), 性格取向也

逐渐呈现愈益趋同之势。 

4.6  关于文化融合导致心理融合的心理机制 

本研究表明, 文化融合导致心理融合, 河北汉

族“胡化”和云南纳西族“汉化”在年龄观上有明确的

体现。所以如此, 主要是因为在我国历史上, 文化

是划分民族的最重要标准。这一传统源自孔子。孔

子说：“微管仲, 吾披发左衽矣” (《论语·宪问》)。

在古代, 披发和左衽是蛮夷标志, 束发和右衽是华

夏传统, 发式与衣式均属于文化范畴。文化融合为

何导致心理融合？文化适应是关键。Berry 等(1987)

将文化适应界定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文化的群

体在持续、直接接触中出现的文化和心理变化过程, 

这种变化发生在某个群体或接触的双方皆有。Berry 

(2005)认为, 文化适应过程取决于个体或群体接触

新文化的融入程度, 以及对原有文化身份的保持程

度 。 基 于 这 两 个 维 度 的 不 同 组 合 , 形 成 了 同 化

(assimilation)、整合(integration)、分离(separation)

和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四种文化适应模式。文化

融合引起的心理融合属于整合模式。在整合模式中, 

个体在自身文化和新文化中自由切换, 文化多样性

得以尊重和维持(葛世鑫 等, 2024; 万明钢, 2017)。

文化融合导致心理融合的心理机制可能包括：(1)

认知同化：两个族群在长期接触中由于相互影响对

同一事物有类似的看法。(2)价值观内化：接触的族

群将对方的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贵老”与

“贵壮”就是华夏和胡族的价值观一部分。(3)社会认

同转变。接触的一方对另一方产生了认同。《新唐

书张嘉贞列传》记载：幽州“俗谓禄山、思明为‘二

圣’, 弘靖惩始乱, 欲变其俗, 乃发墓毁棺, 众滋不

悦”。安禄山与史思明均是胡人, 是唐朝的叛臣, 幽

州百姓却视之为“圣人”, 说明他们对胡族产生了深

刻认同。北宋末年, 宋朝背弃与辽国的盟约, 同金

国达成了海上之盟, 联手灭辽, 夺回幽云十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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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云汉人对此普遍不满, 怨恨宋人背信弃义(张积

家, 冯晓慧, 2022)。在文化整合过程中, 两个不同

族群的文化相互影响的程度并不对等：处于强势地

位族群的文化对处于弱势地位族群影响大, 处于弱

势地位族群的文化对处于强势地位族群影响小。河

北在历史上多次受入主中原的胡族统治, 受胡族文

化影响大, 心理上自然具有了胡人的特征。纳西族

土司在历史上羡慕汉文化, 受汉文化影响大, 心理

上就具有了汉人的特征。这就是文化融合导致心理

融合并进而影响保障行为和助人行为意愿的机制。

一句话, 在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长河中, 

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融合并非是单向的同化, 而

是在文化认知与行为模式上呈现出双向整合的趋

势。纳西族中老年人和汉族中老年人在保障行为和

助人行为中均展现出文化融合的心理痕迹。纳西族

中老年人具有更强的敬老意识, 汉族中老年人具有

更强的贵壮意识。这表明, 少数民族文化与华夏文

化通过相互借鉴、吸收和适应, 最终推动了心理融

合, 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文化基因和

心理基础。 

4.7  本研究的贡献及局限 

本研究的结果对建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

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陈寅

恪提出的“胡化汉化说” (“化认说”)是在对中华民族

形成史研究中出现的思想精华,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民族认同理论。“化认说”源自于历史学和民族学的

研究, 本研究为这一理论提供了实证证据。本研究

的另一理论贡献是：揭示文化融合导致心理融合,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最终将体现为心理、精神上

的多元一体, 即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 各民族不

仅在血缘上“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在心理、精神

上也“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

形成的重要心理基础。因此, 本研究的发现是对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重要发展, 为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意识提供了坚实的心理学依据。本研究也

具有局限性。例如, 在被试代表性方面, 以河北汉

族人代表“胡化”的汉族人固然可行, 但仅以纳西族

人作为受华夏文化影响的少数民族人就有窄化研

究对象之嫌。如生活在南方的彝族先民就与古羌人

有密切关系, 而且现代彝族人也具有浓厚的敬老传

统。彝族崇尚孝道。彝族人在宰羊时, 总是把膀子

留着, 送给亲朋中的长辈。在过彝年时, 晚辈要向

长辈送上拜年礼品如猪肉或猪头、酒等, 以示孝敬

和亲近(瓦西曲一, 罗曲, 2018)。在实验设计上, 对

中老年被试的年龄也未做细致的区分。在研究方法

上, 尽管情境测验具有较高的生态效度, 未来也需

要采用认知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方法, 以增加研

究结论的可靠性。 

5  结论 

(1)文化融合影响河北汉族人和云南纳西族人

的保障行为和助人行为的意愿。受游牧文化影响的

河北汉族中老年人倾向于优先保障中年人, 对中年

人具有更强的助人意愿。受汉文化影响的云南纳西

族的中老年人倾向于优先保障老年人, 对老年人具

有更强的助人意愿。 

(2)河北汉族和云南纳西族的高中生的保障行

为和助人行为意愿趋同, 说明在现代化进程中, 两

民族的性格取向差异正趋于消弥。 

(3)文化融合导致心理融合 , 体现为在心理层

面、精神层面的“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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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out Chinese history,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China, through long-term exchanges, interactions, 

and integration, ultimately formed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ultures of these groups, influenced by mutual 

interaction, collectively gave rise to Chinese culture, with each ethnic group’s traditions incorporating elements 

from others. This cultural integration resulted in a situation where “you are in me and I am in you.” The custom 

of “Esteeming the Robust While Neglecting the Elderly” was characteristic of the ancient nomads of northern 

China, whereas “Respecting the Elderly and Cherishing the Young” has been a long-standing tradition among 

the Huaxia people. The concepts of “Hu-hua” among the Han ethnic group and “Siniciz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have represented tangible manifestations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throughout Chinese history. This 

study, however, seeks to explore the psychological dimensions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within the Chinese nation. 

Specifically, two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intentions behind behaviors that guarantee 

support and help for the elderly, middle-aged, and children in different contexts. 

Experiment 1 involved middle-aged and elderly individuals, as well as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Han and 

Naxi ethnic groups, with a single-factor experimental design. Three scenarios were created: food security, 

clothing security, and life security. The ethnic identities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scenarios matched those of the 

participants. This experiment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willingness of middle-aged and elderly individuals, as 

well as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both Han and Naxi ethnic groups in the Hebei and Yunan regions, to provide 

security. Experiment 2 also involved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articipants, as well as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Han and Naxi ethnic groups, utilizing a three-factor mixed design. The scenarios in this experiment included: 

time companionship, financial assistance, and time-based intellectual support. Again, the ethnic identities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scenario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the subjects. The goal of this experiment was to assess 

the willingness of the participants from both Han and Naxi ethnic groups in the Hebei and Yunan regions to offer 

help in these context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middle-aged and elderly individuals from the Naxi ethnic group exhibited a 

stronger willingness to assist the elderly, while the Han counterparts showed a greater willingness to help the 

middle-aged. This suggests that, in the context of long-term ethnic integration, the Naxi ethnic group has 

developed a stronger respect for the elderly after being sinicized, while the Han ethnic group has retained some 

Hu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Respecting the Young.” Furthermore, middle-aged and elderly individuals from both 

ethnic groups prioritized children in all situations, reflect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value of placing the utmost 

importance on descendants. In most cases,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both ethnic groups favored children or 

fathers and contributed more money and time to them, indicating that the differences in personality orientation 

among ethnicities are gradually diminishing. 

Keywords  cultural integration, Naxi ethnic group, Han ethnic group, security behaviors, helping willingness, intention 

 


